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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對人口老化對公共年金所帶來的財務衝擊，採行收支面的雙重緊縮修正，是各國常見的財務調整

方向，但這些修正措施在達到階段性緩和制度財務危機的同時，卻也容易引發世代間年金權益的公平性

爭議，因此，併同對已退休世代的年金金額，亦予以做收支連動的自動性調整，來兼顧制度的財務平衡與

代間公平性，是自 1990 年代中期起國際間的修正趨勢。本文即以年金給付的自動調整為出發點，並以勞

保年金給付為研究主體，參考日本厚生年金在年金給付的總體經濟調整公式，配合國內勞保收支面相關

規定與進行中的修正措施，來模擬並分析年金給付自動調整機制，對紓緩勞保財務壓力的助益性，並進一

步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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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countr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an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 need to rebuild the financial stability 

of their public pension systems. However, many of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to pension reform involve raising 

premiums and reducing pension benefits, which can place a heavy burden on younger generations. In recent years, 

a new trend of indexing pension payments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pension systems and working 

generations has emerged.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Japan's Macro-Economic Slide Formula for 

Employees' Pensions to propose an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 for Taiwan's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payments. The proposed adjustments are designed to comply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o alleviate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he Labor Insurance system. Through simulation analysi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 in alleviating the financial burden on Taiwan's 

Labor Insurance system.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e study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ustainability and equity of the Labor Insurance pension system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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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內勞工保險（以下簡稱「勞保」）在 2009 年實施老年給付年金化後，雖能回應在平均壽命延長下，

老年給付對退休勞工所應提供的長期經濟保障，但一來年金化之前已累積多年的制度財務問題，在年金

化後隨著給付責任的長期化，更加重了制度的財務負擔，二來持續快速高齡化的人口結構，也讓制度在

收支面面臨了雙重的負面衝擊。因此，在近年公告的勞保普通事故財務精算報告中，勞保基金資產累積

餘額出現虧損的時間點，從 2010 年公告時所推估的 2031 年，一路提早到 2018 年公告時的 2026 年（邵

靄如，2012；魏吉漳、周瑞芝，2016、2018）。雖然在 2021 年公告的精算報告中，因為參考較近期的社

經情況來調整部份精算參數值1，讓推估出的基金資產累積餘額出現虧損的時間點，略為延後到 2028 年

（魏吉漳、周瑞芝，2021），然所得到的財務改善效果相當有限，勞保的財務危機，依然是迫在眉睫的問

題。 

就已開辦公共年金多年的國家而言，自 1970 年代起在共同面對到人口老化對制度財務所帶來的負面

衝擊下，1980 年代起即開始採行包括修正收支面參數及調整制度財務處理方式等二類因應措施。在這當

中，調整收支面參數在為求能較快速因應財務危機下，常見是收支面的緊縮性調整同時併行，因而對隨

收隨付制或走向隨收隨付制的公共年金而言，容易引發年金給付的保障性可能不足，以及世代間年金權

益的公平性爭議（Boersch-Supan, 2007；Foot and Venne, 2004；Williamson and Watts-Roy, 2008）。至於調

整制度財務處理方式，則是以智利在 1981 年將制度改為完全提撥的個人帳戶制為首，並帶動了 1990 年

代若干拉丁美洲及歐洲國家的跟進修正（Holzmann, 2013、2017），惟此一改制涉及到基金投資管理的專

業性、權責性與風險性，以及精算評估的公允性等問題，而一旦基金投資績效不佳，則同樣也可能影響

到年金給付的保障性（Anzia and Moe, 2019；Stalebrink, 2012；Stalebrink and Donatella, 2021；Yermo, 2008）。

面對著確定給付制及確定提撥制在運作上可能衍生的不同層面問題，參考了確定提撥制的不具世代間所

得重分配，以及量入為出的財務精神等特性，並併同考量了儲備制所需面對的基金投資風險，自 1990 年

代中期起，以瑞典為首，將財務惡化中的確定給付制公共年金，改朝向不具儲備性質的確定提撥制，亦

即虛擬確定提撥制（notion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來修正，希望能透過 NDC 所帶有的確定提撥制

精神，來控制人口老化對公共年金所帶來的保險費率調升壓力，以及世代間的年金權益失衡問題。此一

修正概念陸續得到義大利、拉脫維亞、挪威、波蘭等國的認同，而在後續跟進採行。不過在實際運作上，

NDC 需要面對諸多從制度改制到參數設定的處理問題，因此，部分國家基於改制成本與既有制度的運作

限制，承襲 NDC 的運作精神，但改採行結合體制內的制度收支面參數，或者是再加上體制外的社經參

數，設計出指數化的年金給付動態調整機制（automatic adjustment mechanisms, AAM），來將已退休世代

的老年年金給付予以做動態性調整（OECD, 2021）。 

就國內而言，在實務上，隨著勞保財務危機的浮現，政府雖然在 2013 年 5 月及 2017 年 3 月，已前

後提出了老年年金改革方案（勞工委員會，2013、勞動部，2017），然在與相關團體間無法取得共識下，

二次方案都未有後續的進展。至於在學術探討上，近年來關於勞保財務的討論議題，主要包括了就制度

面及勞保歷史性財務資料，來提出分析與建議（王靜怡、吳昭儀，2019、鐘秉政，2018）；從世代間年金

權益的觀點，來做勞保財務修正政策上的實證探討（王靜怡、鄭清霞，2016；王儷玲等人，2019；詹芳

書等人，2017）；從財務處理方式的思維，來提出相關理論與實證的建議（莊正中，2012；龐寶宏，2018）；

以及從調整老年年金給付的計算方式，來提出對勞保財務修正的建議（陳芬苓、張森林，2019）等構面。

前述的理論與實證分析，雖然從不同面向提供了勞保在財務修正上的相關建議，但原則上都主重於對當

前及未來工作世代的年金請領資格與計算之調整，未充分論及對已退休世代之年金金額的併同修正。因

此，有別於前述的研究探討，本文即擬從併同將已退休者的老年年金給付亦予以實施 AAM 的連動調整，

來提出對勞保財務在進一步面向上的修正建議。 

                                                      
1 與 2018 年公告的精算報告相較，主要調整的精算假設包括了折現率從 3.5%提高到 4%，以及物價指數年增率從 1.1%調降到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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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勞保普通事故保險係一綜合性保險，而 AAM 的採行主要是針對制度中的年金給付項目。在勞

保普通事故的年金給付項目中，人口老化進程的加速，讓老年年金給付不僅佔普通事故保險支出的比率

快速成長，也成為勞保財務最沉重的負荷。故本文在此以年金給付項目作為導入 AAM 的調整對象，同

時擇定老年年金，做為改善勞保普通事故財務的探討項目。其次，在已導入包括 NDC 在內的 AAM 國家

中，本文擇取日本的厚生年金做為實證推估上的參考制度。之所以選擇日本厚生年金，主要是因為日本

是亞洲國家中，最早建立以勞工為保障對象、且採行確定給付的保險制公共年金，而在財務處理方式上，

目前與國內勞保相同，是處於部分儲備制型態。故透過檢視日本厚生年金於 2004 年修正案中所導入的

AAM，在運作上的概念及經驗，可以提供我國勞保在此方面的運作參考。 

綜合前述，本文在研究架構上即先從理論面，透過探討 AAM 的運作機制，來說明在規劃上可能需

考慮的參數風險。其次，針對日本的厚生年金，分析其自 1990 年代起的財務運作情況，並進而說明 2004

年修正案所導入的 AAM 在設計上的概念及實際上的運作情況。其後，針對國內勞保普通事故保險的年

金給付，予以導入動態調整機制，並進行相關的模擬推估與比較。最後，則為結論與建議。 

貳、年金給付動態調整機制探討 

AAM 的概念在 1930 年代即已融入公共年金的運作中，惟一直到 1990 年代中期前，AAM 的設計主

要是與物價水準或（與）薪資水準，做某種程度的連動調整，目的是在降低政治決策的干預性下，來確

保年金給付水準的實質保障性2。然隨著人口結構老化危機的浮現，Samuelson（1958）、Buchanan（1968）

及 Boskin, Kotlikoff 和 Shoven（1988）等人，前後針對確定給付制公共年金，預警性的提出在年金給付

上需納入總體經濟成長、平均餘命等參數來予以動態修正的建議，而此一概念真正落實在公共年金的財

務修正中，則是始於瑞典等國家在 1990 年代中期起將 NDC 導入公共年金的運作中，其後一些國家亦陸

續發展出各種型態的 AAM（OECD, 2021）。 

就已採行 AAM 之國家的運作經驗而言，在將此一機制導入既有的公共年金之際，所面對的是已呈

現財務失衡的年金制度。故在機制導入初期，該如何處理舊制所留下的財務缺口問題，以及設定能讓制

度維持收支動態平衡的參數與機制，都是需要事先規劃評估之處。至於所需規劃評估的面向，基本上包

括了 AAM 機制的設計及流動性需求的因應等二項。 

一、參數的擇取與採計基礎 

就參數的擇取而言，由於各國公共年金在收支面計算上所採用的基礎、國家的社經變遷條件、公共

年金財務情況、所欲達成的制度修正目標等都不盡相同，故如何擇取適切的 AAM 參數，並無一定的標

準。就 OECD 國家而言，至 2020 年為止，大約已有三分之二的國家將 AAM（包括 NDC）導入公共年金

的機制中，而包括依平均餘命來調整合格退休年齡，以及依平均餘命、保險費率、薪資費基、人口結構、

制度財務情況等來調整年金金額，都是被不同國家納入採行的參數（OECD, 2021）。 

其次，在參數的採計基礎上，資料來源可分為歷史性資料及推估性資料二種。歷史性資料是指以相

關參數在過去一段期間的已發生資料，來做為年金給付的調整依據；而推估性資料則是利用歷史性資料

來做精算上的推估，再以推估所得到的未來預期性資料，做為年金給付的調整依據。在歷史性資料方面，

因為是採行已發生的實際數據，雖可降低因政治考量而讓參數數值受到不當修正的機率，但當勞動市場

或總體經濟有短期性大幅波動時，則會帶動參數數值的異動，而讓隨之調整的年金金額產生較大的短期

波動性，因而影響年金給付的穩定性。至於在推估性資料方面，由於推估過程中即已將歷史性數據予以

                                                      
2 丹麥在 1933 年首度將年金給付與物價水準做參數性連動，並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帶動了法國及一些 OECD 國家的陸續跟進；其

後荷蘭在 1956 年首次將年金給付與平均薪資做參數性連動，後續德國亦跟進採行。在 1970 年代石油危機所帶來的高度通貨膨

脹下，讓更多國家將 AAM 融入年金的給付調整中（OECD, 2021、Hohnerle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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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滑修正的調整，故可以降低年金給付的短期波動性，不過因為是採用推估性方式，參數的數值基礎較

容易因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受到人為的不當調整。 

再者，無論是採行歷史性或推估性資料，都可能面臨所採計的參數值與實際值有所偏離，以致於影

響制度財務平衡的情況。因之，建立事後的一個平衡機制，來修正所採用及推估之參數的不確定性，即

成了必要的輔助措施，在這當中，包括機制的啟動條件、修正的調整期間等，都是要先行評估之處。目

前僅有瑞典的 NDC建立有自動平衡機制（automatic balancing mechanism, ABM）（Barr and Diamond, 2011），

而針對尚在猶豫是否採行 AAM 的國家，學術上亦有若干提出如何建立收支面的指數化調整參數，來求

得制度財務永續的建議（Boado-Penas and Vidal Meliá, 2012；Gronchi and Nisticó, 2006）。 

二、流動性需求的因應 

在流動性需求的因應方面，主要是因應制度運作初期可能的潛在負債成本，以及制度運作期間可能

的機動性資金需求。 

關於潛在負債成本，原則上是出現在從確定給付制轉型到屬於 AAM 型態之一的 NDC 時。採行 NDC

的目標之一，是希望能控制人口高齡化對制度帶來的保險費率調漲壓力，故 NDC 所訂定的目標性長期均

衡費率，不僅會比舊制確定給付制所需的財務均衡費率來得低，且需要 NDC 運作一段期間的收支面連動

調整後，才能達到新制的財務動態平衡目標。在此情況下，NDC 在改制後的運作初期，即會面臨舊制確

定給付制的潛在負債成本（legacy cost）問題，而該以何種方式來融通此一成本，即成為 NDC 在開始運

作前，需先行規劃之處。 

至於在運作期間的機動性資金需求方面，則是來自於前述所提到的預估參數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可能

誤差，所產生的短期流動性需求。尤其當總體經濟變數在短期內波動過劇時，此一誤差將會導致退休者

所領得的年金金額有較大的波動，此時若制度對年金金額另訂有最低的所得替代率水準，在配合此一條

件要求下，制度即會出現一段期間的財務失衡。因之，AAM 所立基的年金制度若不具儲備精神，如何透

過其他財源來穩定退休者的年金所得，以及因應制度可能的機動性資金需求，亦是需要事先規劃之處。 

為因應上述二種可預見的資金需求，就可提供融通的財源而言，包括政府財政及制度的額外提撥，

都是可以列入評估的選項。當確定給付制在導入 AAM 之前，並未留有足以因應相關流動性需求的安全

準備金或基金時，若採行額外提撥的方式，透過短期性的提高保險費率來予以支應，則對處於保險費率

提高期間的工作世代而言，不僅會帶來年金權益的短期間失衡，此一公平性失衡情況，也可能減損參與

者對 AAM 的運作信心（Holzmann, 2017）。在此情況下，若是透過政府財政的額外補助，來提列一筆因

應短期潛在負債的準備金，可能會是一個能在盡量不損及世代公平性下，來順利協助制度轉型的方式

（Holzmann and Jousten, 2012）。而在實際運作上，包括如何預估合理的準備金金額並予以適度管理，以

及如何降低對政府財政的可能不適當依賴，以落實制度的財務獨立性，則是需面臨的政治面挑戰。 

相對的，若改制前的舊制是處於部份儲備階段，除了前述政府財政的提撥協助外，將既有的未耗用

基金適度轉為導入 AAM 後的安全準備金，也是可以考慮採行的方式。不過因為舊制的基金隱含著個人

過去提撥所表彰的未來年金權益，故該如何在確保世代公平性下，來將基金轉換為安全準備金，則是需

要透過精算來予以評估之處。 

綜上所述，將 AAM 導入財務失衡的確定給付制中，雖然是希望透過調整支出面，來控制人口老化

對公共年金所帶來的保險費率調升壓力，以及世代間的年金權益失衡問題，然如何因應並處理參數設定

及額外財源需求的挑戰，則是在實際運作前，需加以審慎規劃處理之處。 

參、日本厚生年金之年金給付自動調整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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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受僱者為被保險人的公共年金，是建制於 1944 年的厚生年金（employees’ pension），除了採

行社會保險模式外，財務處理方式是採行部份儲備制。隨著 1961 年進入全民皆有年金的階段後，1960 年

代到 1970 年代在經濟高度成長期及金字塔型人口結構的支撐下，包括厚生年金在內的整體公共年金，展

開了一段保障擴充與給付改善的發展史。不過自 1980 年代開始，日本經濟成長開始步入成熟期，而 1990

年代的泡沫經濟及人口結構開始走向高齡化，更是重創日本經濟成長、國家財政及相關社會保障制度的

財務。在 1994 年前，每 5 年一次的人口推估結果顯示出自 1992 年起，出現了低於預期的出生率及高於

預期的平均壽命推估結果，此一結果開啟了後續以改善年金財務為主要目標的公共年金修正（Sakamoto, 

2005；Yashiro and Oshio, 1999）。 

一、厚生年金財務修正歷程 

表 1 為厚生年金自 1990 年代起，為因應制度財務危機所展開的階段性收支面修正措施。從表 1 可看

出，厚生年金自 2000 年實施的修正案起，開始有了收支面修正的較具體落實，整體而言，在支出面上，

主要以延後合格請領年齡及修正年金給付與調整因子為調整方向；在收入面上，則是以擴大費基、強化

育兒誘因、控制保險費率、提高基金投資績效、適度導入政府財政補助等為修正方向。 

表 1   

日本厚生年金自 1990 年代起主要財務修正歷程 

年度 收入面修正 支出面修正 

1994 年 

修正案 

1.規劃費率以每 5 年提高 2.5%的方式，逐年提高

到 2025 年的 29.6%。 

2.將年終獎金納入保險費的費基，並予以加徵

1%的特別年金保費（special pension premium）。 

3.被保險人在照顧 1 歲以下幼兒的育嬰假期間，

得豁免繳交保險費。 

1.自 2001 年起，以每 3 年提高 1 歲的方

式，將男性全額年金請領年齡從 60 歲逐

漸提高到 65 歲，女性則自 2006 年開始

實施。 

2.年金給付調整中的薪資指數，從依據

總薪資成長率，修正為依淨薪資成長率。 

2000 年 

修正案 

1.自 2002 年 4 月起，針對 65 歲至 69 歲的在職

受僱者，仍需繳交厚生年金保險費，且月薪資與

厚生年金給付額若超過同期間在職勞工的平均

月投保薪資，超額部分的厚生年金僅能領取半

數。 

65 歲至 69 歲間申請退休的原增額年金規對，予

以廢止。 

2.自 2000 年起，被保險人符合育嬰假期間的保

險費豁免資格者。雇主應負擔的保險費亦一併豁

免。 

3.厚生年金基金的資金配置權，從原本的財務省

轉交給厚生勞動省，並轉由在 2001 年 4 月成立

的政府年金投資基金（GPIF）來負責管理運用。  

1.自 2000 年 4 月起，厚生年金計算給付

所採用的置換率，從 7.5‰調降為 7.2‰。 

2.自 2000 年起，厚生年金的給付調整依

據，原則上只與物價指數連動。 

3.將 1994年所訂的提高全額年金合格請

領年齡時程，予以延後，預計男性自

2013 年到 2025 年間實施，女性則是在

2018 年至 2030 年間實施。 

4.在 60 至 64 歲間申請退休者，以 65 歲

為基準，每提早一個月申請退休，可領

取的年金金額會減少 0.5%。 

2004 年 

修正案 

1.保險費率自 2004 年 10 月起，以每年 0.354％

的成長速度逐年調升，直至 2017 年達到 18.3％

為止，並自 2017 年後固定維持此一費率。 

2.自 2005 年 4 月起，被保險人在照顧 3 歲以下

幼兒期間，若因育兒而減少工時以致薪資減少，

其可以依較低的投保薪資來繳交保險費，但仍取

得依薪資未減少所計算年金權益。 

3.從 2007 年 4 月起，70 歲以上的在職受僱者，

在厚生年金領取的計算方式同 65 歲至 69 歲在

職受僱者，惟無須繳交厚生年金保險費。 

導入了給付的「總體經濟調整公式

（Macro-Economic Slide Formula）」機

制，讓給付在保費收入的範圍內，併同

考量未來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來做適

度的調整。  

（下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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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收入面修正 支出面修正 

2012 年

修正案 

1.自 2014 年 4 月起，消費稅從 5%提高到 8%。

提高消費稅所增加的財源，將全部運用在融通社

會保險的支出。 

2.自 2016 年 10 月起，厚生年金被保險人資格，

在符合法定的企業規模、月薪條件及合約期間

下，從原本的每週工時至少 30 小時，降低為至

少 20 小時。 

3.將女性的生產假期間，列為是被保險人與雇主

的豁免保費期間。 

老年年金的合格請領年資從原本的 25

年，自 2015 年 10 月起縮短為 10 年。 

 

2015 年 
中央及地方公務員的共濟組合，自 2015 年 10 月起，與厚生年金做結合，並廢止原本屬於

公務人員的第三層年金。 

2019 年 

自 2019 年 10 月起，消費稅從 8%提高到 10%。

提高消費稅所增加的財源，將全部運用在融通社

會保險的支出。 

------ 

參考資料: 整理自 Sakamoto, J. （2005）、Kashiwase et al.（ 2012）。 

歷經表 1 階段性的財務修正歷程後，整體厚生年金在 1995 年至 2020 年間的收支面情況，如圖 1 所

示。從圖 1 可看出，在不慮及基金投資收益下，就收入面來看，保險費收入是收入面的單一項主要財源，

其佔總收入的比重從 1995 年的大約 50%，直到 2020 年達大約 68%。在這當中，自 1999 年起，年度保險

費收入大抵開始出現逐年減少的情況，而 2002 年是繼 1998 年後，日本再次出現經濟成長率為負的年度，

當年度失業率攀升至歷史新高 5.4％，連帶讓 2003 年的保費收入明顯下滑，直到 2004 年起開始階段性調

升保險費率，方才帶動保險費收入再次成長。其後 2008 年的美國次級房貸事件，在重創包括日本在內的

全球經濟之餘，再次波及到 2009 年的保費收入，惟隨著保險費率的依規劃持續調升、總體經濟的逐漸回

穩、以及 2016 年起擴大納保對象等，讓保險費收入再度回到逐年增加的情況。至於支出面上，在人口老

化的趨勢下，支出面從 1997 年開始出現逐年成長的情況，其間在 2000 年雖然調降了年金給付的置換率，

以及 2015 年正式啟動年金給付的總體經濟調整機制（見後述），但仍無法全然抑制支出面的成長。 

圖 1  

1995 年到 2020 年間厚生年金收支概況 

 

註：為求資料期間中的資料來源一致性，自 2015 年起的資料，並未將 2015 年開始併入厚生年金

的公務員共濟組合納入。資料來源: 厚生労働省（2022）, 公的年金各制度の財政収支状況。

https://www.mhlw.go.jp/stf/seisakunitsuite/bunya/0000128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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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就整體收支面來看，在 1995 年至 2020 年間，年度收支呈現赤字者計有 2003 年、2009 年、

2019 年及 2020 年。在這當中，2003 年及 2009 年是因為遭逢總體經濟事件，導致保險費收入銳減所致；

而 2019 年則是因為保險費率在 2017 年達到原訂規劃上限而不再提高後，保險費收入的增幅逐年降低，

再加上 2019 年及 2020 年遭遇新冠肺炎，對保費收入再次造成衝擊，因而難以支應持續成長中的支出面

所致。 

在表 1 的財務修正歷程中，2000 年實施的修正案雖然是厚生年金具體落實收支面修正措施的開始，

然因為主要是著重在控制支出面的成長，當面臨人口老化持續且總體經濟面不佳時，單一構面的調整對

因應制度財務危機的成效，相當有限。故在 2004 年的修正案中，納入了 AAM 的機制，以控制保險費率

及維持世代公平為長期目標，透過在支出面的年金給付導入總體經濟調整公式（Macro-Economic Slide 

Formula），來維持制度的財務平衡。 

二、總體經濟調整公式分析 

（一）總體經濟調整公式運作概念 

2004 年修正案所提出的總體經濟調整公式，是確立厚生年金收入面的未來費率調升趨勢後（見表 1），

在支出面配合導入了 AAM 機制，讓給付在保費收入的範圍內，併同考量未來少子化及高齡化的趨勢來

做適度的調整。關於總體經濟調整公式的運作，說明如下（Kashiwase et al., 2012、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21）。 

在暫不慮及政府補助等其他財源下，厚生年金的年度收支餘額如式（1）所示： 

𝐵𝑡 = 𝑐 × ∑ 𝑆𝑡,𝑖 × 𝐿𝑡,𝑖 × 12𝑟−1
𝑖=𝑤 − ∑ 𝑃𝑡,𝑗 × 𝑁𝑡,𝑗

𝑑
𝑗=𝑟 × 12                                    （1） 

Bt：第 t 年的年度收支餘額 

c：保險費率 

Bt：第 t 年的年度收支餘額 

c：保險費率 

St,i：i 歲工作世代的平均投保薪資 

Lt,i：i 歲工作世代的被保險人人數 

w：強制納保的最低年齡 

r：法定可退休年齡 

Pt,j：j 歲退休世代平均年金金額 

Nt,j：j 歲退休世代請領年金人數 

d：退休世代最高年齡 

    至於年度基金餘額則如式（2）： 

𝑅𝑡 = 𝐵𝑡 + 𝑅𝑡−1 × (1 + 𝑘𝑡)                                                          （2） 

Rt：第 t 年年底基金累積金額 

kt：第 t 年基金投資報酬率 

為確保厚生年金的財務穩健性，依規定至少每 5 年要進行一次財務重計算，至於總體經濟調整公式

的運作，是以 100 年為財務平衡期間，而年度基金所要求的金額則為大約足以支應未來 1 年的年金給付

支出。因之，依據財務重計算的推估，在未來 100 年的財務平衡期間，如果出現年度基金餘額低於未來

1 年的年金給付支出金額時，即會事先啟動總體經濟調整公式的運作，將年金給付金額隨著工作世代人

數的減少，及退休世代平均餘命的增加，依所計算出的調整率（slide adjustment rate）來加以做減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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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在減額性調整的計算上，新進退休者及既存退休者，分別依據薪資成長率及物價指數成長率，來

扣除調整率，以得到調整後的減額年金金額。至於調整率的計算概念則如式（3）所示： 

∆𝑃𝑡 = ∆∑𝐿𝑡,𝑖 + 𝜇                                                                 （3） 

∆Pt：第 t 年的年金調整率 

∆∑𝐿𝑖,𝑡：第 t 年工作世代被保險人人數的年遞減率 

μ：退休世代平均餘命的年增率 

    在式（3）中，工作世代被保險人人數的年遞減率（∆∑𝐿𝑖,𝑡），是採行推估值的方式，而退休世代平

均餘命的年增率（μ）則設定為固定值，直到 2025 年都是 0.3%。 

此外，為確保在總體經濟平滑公式下的年金給付額，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實質保障性，在某些情況下

會暫時停止年金減額調整的運作，包括： 

1.當在未來 5 年內，預期典型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將低於 50%時。所謂典型年金，是指一對 65 歲的夫妻，

丈夫的工作年資為 40 年，在 40 年工作期間每年所賺取的薪資，都是平均薪資；至於妻子則是在 40 年間

都是未就業的全職家務操持者。 

2.發生通貨緊縮時，亦即年金給付水準的名目價值不會逐年降低。 

（二）總體經濟調整公式運作探討 

2004 年公告的總體經濟調整公式，在 2009 年財務重計算的精算評估中，原本預估將會在 2012 年第

一次啟動機制的實施，然而在 2000 年代初期因為出現通貨緊縮，因而符合暫緩實施的條件，直到 2015

年方才初次實施調整率的年金減額調整。其後，隨著 2017 年之後的保險費率不再調升，旋即在 2019 年

及 2020 年都再次實施年金減額調整，當中 2019 年的調整是包括了 2018 年的未調整部分（Kashiwase et 

al., 2012、Ministry of Health, Labour and Welfare, 2021）。 

總體經濟調整公式從公告到真正實施，中間歷經了約 11 年的時間，而在開始實施後，短期間內也密

集實施了二次調整。因此包括對 2004 年修正案的理論性評估，以及實施後對制度財務的實際性影響，都

有助於一步了解此一修正公式在運作上的相關效益。 

1.理論性評估 

在理論性評估方面，主要可分為對 2004 年修正案本身的運作探討，以及修正案延宕實施的影響分析

等二類。 

就 2004 年修正案的探討而言，Takayama（2001）指出，2004 到 2017 年間的保險費率調升，除了可

能會影響企業的僱用意願，以及個人或家戶的消費能力，進一步造成通貨緊縮外，在投保薪資分級表有

上限下，逐年提高的保險費率，也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保費累退性問題。其次，在控制保險費率的同時，

還需要顧及典型夫妻的年金所得替代率不得低於 50%，這對處於少子化及人口高齡化趨勢下的制度財務

及政府財政而言，可能會是一大挑戰。Kashiwase 等人（2012）除了對 2004 年的修正案提出意見外，並

做不同參數修正下對政府財政補助影響的模擬評估，包括提高合格退休年齡、降低年金給付所得替代率、

提高保險費率、降低年金的稅惠規定。在這當中，提高合格退休年齡對國家的長期經濟成長、制度的世

代間年金權益公平性等，都有相當程度的正面助益。其次，包括對高收入者酌減年金給付額、降低對年

金給付的稅惠、以及對厚生年金被保險人的配偶酌徵保費等，也是可以採納或併採的方式。Horioka 等人

（2007）在探討日本人口老化對家戶儲蓄率及公共年金之影響的同時，也探討公共年金對家戶儲蓄率的

影響。當中針對 2004 年修正案指出，實施修正案的確有助於降低世代間年金權益的不公平性情況，但長

期之下，則會對家戶儲蓄率帶來負面影響。 

至於對 2004 年修正案延宕實施的分析方面，Kitao（2017）針對 2004 年的修正案所提出的政策目標，

分別擬定了所得替代率以 30 年的時間來逐漸調降 20%，以及將全額年金退休年齡以每 10 年提高 1 歲的

方式，從 65 歲逐漸提高到 68 歲等二項修正措施，並假設修正措施分別在 2020、2030 及 2040 年實施下，

所帶來的影響。模擬結果指出，當修正措施越早實施，所帶來的資本存量增加幅度會越大，勞動供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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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越提高，至於福利效果則在不同世代，會有不同的影響。當前的退休者及中壯年人口群，在無法享有

較高薪資或享有的期間較短，以及年金給付會受到減額的影響下，會較偏好延後實施；年輕人口群及未

來世代在得以享有較高的薪資及較低的消費稅率下，則反之。此外，Kitao（2018）也透過建立一般均衡

生命週期的量化模型，來評估 2004 年修正案延宕實施所產生的政策不確定性，以及延後實施所可能造成

的經濟與福利影響。研究結果指出，依據修正案的年度及修正的型態，整體資本及勞動供給會隨著個人

儲蓄及工作動機對政策的反應而變動，並對不同世代造成不同的影響。而降低年金給付的延宕實施，也

隱含著未來稅率會提高，亦即人口變遷的成本，會從老人移轉到由年輕及未來世代來承擔。 

2.實際影響 

總體經濟調整公式的運作目的，是希望在既定的保險費率下，來調整支出面的成長速度，以維持制

度財務在未來 100 年的年度財務平衡。基本上，老年年金支出主要受到年金受領人數、每位受領者的年

金請領金額以及年金給付調整率等三項因素的共同影響，而從圖 2 厚生年金老年年金（含定額給付部分）

在 2010 至 2019 年間的總支出可看出，整體老年年金金額在 2012 年達到期間高點後，2013 年即大幅下

降，此後即高低互見的一路走低，直到 2019 年再次出現明顯的金額降幅，並在 2020 年持續微幅下降。 

圖 2  

    2010 年到 2020 年間厚生年金之老年年金支出概況 

 
資料來源: 整理自厚生労働省（2021）, 厚生年金保険・国民年金事業年報 

hhttps://www.mhlw.go.jp/topics/bukyoku/nenkin/nenkin/toukei/nenpou/2008/ 

進一步探究前述年金給付金額的變動原因，厚生年金在 2010 年到 2018 年間的年金受領人數，受到

人口高齡化的影響，雖然從大約 1,340 萬人增加到約 1,540 萬人，10 年間的增幅約為 14.9%（厚生労働

省, 2021），但若就年金請領人數的成長率來看（見圖 2），厚生年金自 2013 年及 2018 年開始，以每 3 年

提高 1 歲的方式，分別開始將男性及女性的全額年金合格請領年齡，從 60 歲逐漸提高到 65 歲，此一漸

進式修正，即讓 2013 年之後，每 3 年的老年年金請領人數的成長率，都有明顯的變低，連帶的，也帶動

同期間老年年金請領金額的明顯降幅。不過 2019 年受領人數成長率轉陡降為負值，部分原因是新冠肺炎

爆發，在疫苗尚未開發前，高齡者成了主要的受創人口群，到了 2020 年，受領人數的成長率又開始轉正

並微幅增加。 

至於在老年年金平均月給付金額方面（見圖 2），就總金額來看，從 2010 年的 15 萬 3 千日圓左右，

一路下滑到 2020 年的 14 萬 6 千日圓左右，10 年間的降幅約 4.6%左右（厚生労働省, 2021）。但若就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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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給付金額成長率來看，僅有 2015 年、2016 年及 2019 年是正成長率，其餘年度則是呈現負成長率，而

2015 年及 2019 年則是實施總體經濟調整下年金減額調整的年度。 

雖然影響年金平均月給付額的因素眾多，包括物價指數、年金價值因子、配偶年金金額是否採計、

合格請領年齡修正等等，而這些因素，在調整率實施時，也同時在運作或受影響中，並不易斷定絕對性

的影響變數。不過因為總體經濟調整公式在運作上，設定有確保年金受領人之給付保障性的實施門檻規

定，故不僅調整幅度有限，實施時點也可能會延宕到改革效益。故如何在確保年金給付保障性的同時，

兼顧到費率穩定及世代間年金權益的衡平，來力求制度財務的穩健性，是厚生年金未來在累積了較長期

的運作經驗後，對年金給付總體經濟調整機制在設計上，需要再進一步評估之處。 

肆、國內勞保年金給付自動調整之推估與分析 

一、勞保年金給付自動調整推估 

有鑑於 2008 年併同老年給付年金化實施的相關收支調控措施，在歷經 10 多年的實際運作後，並無

法有效的導正勞保普通事故保險的財務失衡情況，且對平衡世代間年金權益的助益亦相當有限。而勞保

基金朝向較積極的投資思維，雖可以透過較高的報酬率來增加收入面財源，但除了需面對不確定的投資

風險外，在做制度未來的長期財務評估時，也可能因為過度仰賴假設性的投資報酬率，以致於影響評估

結果的實益性。因此，本文在此擬參考厚生年金在年金給付的總體經濟調整概念，針對勞保的年金給付，

納入相仿的給付調整機制，來推估其對制度財務的效益性，並提出相關建議。 

（一）參數試擬 

    參考前述式（1）到式（3），本文擬定的基本假設及參數資料如下。 

1.資料來源 

在所需的財務參數資料來源方面，因為本文的目的不在於制度的財務精算，故在此原則上以引用既

有相關參數資料的假設與結果，來進行進一步的推估運用。 

關於勞保收支面的資料，現行能公開取得的較近期資料有「110 年勞工保險統計年報」（以下簡稱「勞

保統計年報」）（勞工保險局，2022）以及「110 年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精算及財務評估」（以下簡

稱「勞保精算報告」）（魏吉漳和周瑞芝，2021）等二份資料。就此二份資料而論，勞保精算報告基於精

算需求，是以 2020 年參加普通事故保險、且扣除重覆加保者為基礎的被保險人資料，來進行未來的推估。

至於勞保統計年報則是將自願參加職災保險者納入，且在未扣除重覆加保者的被保險人資料基礎下，提

供了歷史性的統計資料。就本文的資料需求而言，老年年金給付調整的評估需要的是前瞻性的未來參數

資料，故在此以資料切合性較高的勞保精算報告為主要資料來源，資料不足之處再參考勞保統計年報。 

2.評估期間 

厚生年金總體經濟調整公式，之所以擇取以未來 100 年為期的財務預估，部分原因是參考美國 OASDI

年度財務報告的評估期間（Sakamoto, 2005）。基本上，前瞻性的財務評估期間越長，雖然能讓制度有較

寬裕的時間來緩性調整年金給付，以降低給付的波動性，但長期預測的失準風險，以及給付調整期間的

外在不確定性也越高。 

由於國內的勞保年金迄今尚無收支連動的給付調整規劃，也未有財務評估期間的相關討論。因此為

配合資料的可取得時間，本文在此即參考所擇取之參數的資料來源，以 2022 年為基準期，並考量到勞保

財務已顯著惡化，故假設年金給付指數調整自 2023 年開始實施，其次，再參考勞保精算報告對普通事故

保險所做的未來 50 年的現金流量推估，設定財務評估期間為 2023 年至 2070 年，來進行相關估算。在前

述的評估期間下，關於資料的選用，在勞保精算報告方面，直接採用其自 2022 年後的精算數據；至於在

勞保統計年報方面，原則上則是將 2021 年的統計數據，依相關成長率假設予以調整到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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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數設定 

（1）保險費提撥 

在式 1 中，收入面的保險費提撥涉及到的參數包括保險費率、工作世代的年齡起迄及各年齡人數、

各年齡平均投保薪資等。 

A.保險費率 

在保險費率方面，基於年金給付實施 AAM 的目的之一，是希望能維持保險費率的穩定性。因此本

文在保險費率的設定上，即依循 2008 年修正案的費率調升時程，扣除就業保險費率後的普通事故保險費

率在 2023 年及 2024 年為 11%，2025 年及 2026 年為 11.5%，2027 年則達到 12%的費率上限。 

其次，在勞保財務已快速惡化之際，除了支出面的緊縮性調整外，收入面的持續提高，亦是必要之

舉。因之本文假設從 2028 年起，普通事故保險費率維持以每 2 年提高 0.5%的幅度，持續調升到 2070 年

的 22.5%。 

B.被保險人人數 

被保險人的最低年齡（ω），理論上是強制納保的最低年齡，而依勞保精算報告，是從 15 歲開始進行

推估，故在此即以 15 歲做為起始年齡（ω=15）。其次，在各年齡層的被保險人人數方面，由於勞保精算

報告並未提供相關細項資料，故在此就勞保統計年報中 2021 年以 5 歲為間距的被保險人人數為基準，

並將 65 歲以上的被保險人納為一個區間，先計算出各區間被保險人所佔比率。其後，以平均分配的方式，

將每個間距的總比率平均分配到同區間的各年齡層，再採用勞保精算報告所推估的未來各年度被保險人

總人數、多重脫退率假設及新加保人數等資料，來架構出從 2022 年到 2070 年各年度的各年齡層被保險

人人數。 

C.月投保薪資 

關於各年度各年齡層被保險人的平均月投保薪資，在此參考勞保精算報告所推計的 2018 年各年齡被

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以及其所假設的月投保薪資調整率 1.5%，來將平均月投保薪資調整到 2022 年。

其後，分別就各年度的原投保人口及新加保人口的平均月投保薪資，依相同的調整率予以逐年調整，來

建構出未來各年度各年齡層被保險人的平均月投保薪資。 

（2）保險給付 

A.給付類別及年度金額推估 

在給付類別方面，普通事故保險的給付項目包括生育、傷病、失能、老年、死亡等五項；若進一步

就給付型態劃分，則可分為一次給付與年金給付兩大類。基於給付的 AAM 僅限於年金給付型態，故在

此即就給付型態來劃分，將失能年金、老年年金及遺屬年金等三項列入年金給付類別，其餘則列為一次

性給付類别。 

其次，在相關給付的年度金額推估方面，本文直接引用勞保精算報告所推估之各年度各給付項目的

給付金額，並依據一次給付及年金給付的分類，來予以做分類下的各項加總。 

B.年金給付調整 

在年金給付的 AAM 上，參考日本厚生年金的調整參數，原則上以被保險人人數的年減率加上退休

世代平均餘命的年增率，來逐年調降各年度的年金給付金額。 

在被保險人人數的年減率方面，是以前述所推計出的各年度被保險人人數，來計算年度遞減率。至

於在平均餘命方面，因為包括勞保精算報告及統計年報，都缺乏這部份的推估性數據，故在此參考國家

發展委員會所做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2 至 2070 年）」（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中，對 65 歲人口

所推計的各年度平均餘命，來做為退休世代平均餘命的替代性參數，並據以計算各年度的年增率。 

其次，在調整方式上，現行勞保年金給付的調整，依規定是從被保險人領取給付時起算，在消費者

物價指數累計成長率達正負百分之五時，即依該成長率調整之（勞工保險條例第 65-4 條），故不同時期

的退休者，會在不同年度進行年金給付調整。惟因本文在給付面是直接採用勞保精算報告的整體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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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勞保精算報告也依消費者物價指數成長率 0.9%的假設，在年金給付的推計上，已反映了法定的可能給

付調整。故針對加計被保險人人數遞減率及退休世代平均餘命年增率的額外調整上，在此採行年度調整

方式，並針對全體受領者的年金給付，來進行總金額的給付調整。 

再者，何謂勞保老年年金的「適切給付水準」，涉及諸多層面的議題，目前也尚未有法定的確切標準，

故在此暫不考慮年金給付 AAM 的緩衝機制設定。 

（3）年度基金或安全準備金金額及報酬率 

依式（2），年度基金金額為當年度的收支餘額（Bt），加上前一年度的基金餘額及投資報酬率的本利

和。在這當中，因為勞保目前尚為部分儲備制，故依勞保精算報告的假設，將基金的年度報酬率設定為

4%，依此先將 2021 年底的勞保基金累積額，依 4%的年報酬率來調整至 2022 年底的累積額。在後續年

度中，若制度尚累積有高於隨收隨付水準的基金時，該基金即持續依 4%來設算報酬率。 

其後，一旦制度走向隨收隨付時，即依設定的安全準備金水準，來提列安全準備金。所提列之安全

準備金的投資報酬率，在此參考國內現行採隨收隨付制之全民健康保險所做的「106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

財務評估報告」（中央健康保險署，2017）中，對健保財務評估期間之安全準備金的報酬率假設，在 2022

至 2040 間設定為 0.695%，2041 年之後設定為 1.145%。 

（4）政府財政撥補 

由於在 2021 年的勞保精算報告中，預估勞保基金將會在 2028 年用罄，再加上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69

條規定，政府承擔著勞保財務虧損的最終撥補責任3，而撥補金額則列入基金或安全準備金的餘額中。 

面對著勞保財務危機的迫在眉睫，再加上多次擬議的勞保年金改革，遲遲無法順利推動。因此，政

府自 2020 年起即開始由公務預算來對勞保財務進行撥補，金額則從 2020 年的 200 億元、2021 年的 220

億元、2022 年的 300 億元，到 2023 年將進一步提高到 450 億元。基於政府已開始啟動勞保的財務撥補

進程，再加上目前勞保潛在財務負債沉重，若政府不持續提供補助，對被保險人的保險費負擔及年金受

領人的給付權益，將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故本文亦會將此一額外的財源，列入推估時的參數中。 

（二）推估及分析 

1.試擬假設 

有鑑於勞保普通事故保險的累積基金，在短期的未來已不足以支應制度的給付需求，而若欲維持部

分儲備運作精神，包括大幅提高保險費率及政府補助等都屬於必要措施，但一來基金投資績效的不確定

報酬率，未必能長期支持部分儲備的持續運作，二來若持續以提高保險費率來因應支出面及部分儲備制

的財務需求，對世代間的年金權益恐會帶來進一步的惡化。 

故本文擬參考厚生年金的運作，以讓勞保普通事故保險逐步朝向隨收隨付制運作為規劃目標，設定

在 2023 年到 2070 年的推估期間中，除了依前文所假設，保險費率持續穩定調升到 2070 年達 22.5%，以

及自 2023 年起即啟動年金給付 AAM 外，以現行勞保財務的惡化情況而言，即使要朝向隨收隨付制，若

不採行其他額外的參數修正措施，政府每年高額的財政補助，是可預見的必要之舉。因此本文在此即以

政府補助金額為主軸，來評估在不同假設情境下，制度的財務變動情況，以及若欲維持隨收隨付下的制

度財務平衡，政府需提供之財政補貼責任的變動情況。 

在前述假設下，本文擬定相關推估情境如下： 

（1）情境 A：評估不同假設下的基金累積與變動情況 

假設 A1：政府延續 2023 年的補助金額，每年補助 450 億元，保險費率自 2028 年起維持在上限 12%。 

假設 A2：政府延續 2023 年的補助金額，每年補助 450 億元，保險費率依前述每 2 年提高 0.5%的假

設，逐年調升到 2070 年達 22.5%。 

假設 A3：收入面承續 A2 的假設，支出面另依各年度的被保險人人數遞減率及平均餘命遞增率，來逐

年修正年金給付金額。 

                                                      
3 勞工保險條例第 69 條規定，勞工保險如有虧損，在中央勞工保險局未成立前，應由中央主管機關審核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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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 B：評估走向隨收隨付後的政府補助可能情況 

當累積基金開始即將用罄時，制度後續即朝向隨收隨付修正。在隨收隨付期間所需維持的安全準備

金水準，則參考日本厚生年金訂為足以支應 1 年的支出金額，來推估政府在隨收隨付期間需提供的補助

金額。 

假設 B1：承續 A3 的假設，直到累積基金低於所需的安全準備金後，制度朝向隨收隨付，並透過政補助

來維持制度所需的安全準備金條件。 

假設 B2：承續 A3 的假設，但在政府補助方面，以每年提高 150 億元補助的方式，從 2023 年的補助 450

億，逐年提高到累積基金低於所需的安全準備金，隨後以維持制度隨收隨付方式，來修正補助

金額。 

2.推估結果與分析 

（1）情境 A 

首先，就整體基金累積金額變動情況而言，無論採行哪個方案，基金累積在 2029 年（A1 及 A2）到

2030 年（A3），會依序開始轉向負值，且幅度逐年加重。其次，就個別方案間進行不同修正措施的比較，

在假設 A1 下，僅延續政府每年 450 億元的補助，而並未做費率調升與年金給付 AAM，從圖 3 可看出，

其財務惡化速度是三種假設中最嚴重的。若進一步搭配階段性的提高保險費率（A2），A1 與 A2 間的基

金虧損差距金額，從 2029 年的大約 208 億，逐年提高到 2070 年的大約 17 兆 4,985 億，故不僅財務改善

效果明顯，且改善幅度逐年提高。而若再導入年金給付 AAM（A3），A2 與 A3 間的基金虧損差距金額，

從 2024 年的大約 28 億，逐年提高到 2070 年的大約 2 兆 1,171 億，財務改善也是逐年提高，但較諸 A1

與 A2 間的差距，明顯來得低。 

圖 3   

不同條件下的勞保基金累積情況 

 

綜上所述，若依現行的政府補助金額來看，除非有更進一步的較高額補助，或是包括提高保險費率

在內等更大幅度的收支面修正措施，勞保財務將很難回復到收支平衡。此外，若就年金給付 AAM 來看，

在本文的假設條件下，推估期間中的年金調降幅度約介於 0.7%至 3%之間，整體而言降幅並不大，而若

再進一步考量到本文未納入的年金最低給付保障水準限制，年金調降幅度將有可能會進一步限縮，進而

影響對控制支出面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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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境 B 

若擬將制度朝向隨收隨付制來調整，在假設 B1 及 B2 的政府補助金額下，制度分別在 2025 年及 2026

年會轉向隨收隨付，因之從圖 4 可看出，在轉向隨收隨付的當年，為維持當年度收支平衡及安全準備金

的要求，政府補助金額會呈現大幅提高，以 B1 而言，政府補助金額從前一年的 450 億提高到約 1,056 億，

B2 則是從 750 億提高到約 1,986 億。其後，自 2027 年起，二種假設所需的政府補助金額即呈現等額的

情況。 

其次，若進一步比較 B1 及 B2 對制度財務的效益，從圖 4 可看出，相較於 B1，B2 雖只能讓制度延

後 1 年進入隨收隨付的階段，但在採行逐年提高政府補助金額下，B2 所需的政府補助金額在成長趨勢

上，較諸 B1 來得平穩。此外，若比較 2022 年到 2026 年間的政府總補助金額，B2 的總補助金額大約為

4,086 億，也低於 B1 的約 4,309 億。 

綜合前述，隨著勞保基金的即將耗盡，制度財務朝向隨收隨付制發展，是必然之勢。在這個過程當

中，為了維持年度收支平衡，若欲避免費率的急速調升或給付的大幅調降，政府補助即成了必要的階段

性措施。因此，政府補助若能夠以計畫性的方式及早介入，除了有助於以較平穩的方式，來階段性的協

助平衡財務缺口外，所需的整體補助金額也會較低。 

圖 4   

朝向隨收隨付之不同條件下的政府補助情況 

 

二、綜合分析與建議 

（一）綜合分析 

從前述分析可看出，若參考日本厚生年金的年金給付 AAM 方式，在調整幅度不大的情況下，對現

行潛在負債沉重的勞保財務而言，能帶來的財務改善效益相當有限，因此，尚需配合其他收支面修正措

施，方能有進一步的綜效。此外，本文所推估之被保險人人數遞減率加計平均餘命年增率，約介於 0.7%

到 3%之間，相照於勞保精算報告所假設的 CPI 年增率 0.9%，即代表在完全依假設性的指數來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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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若干年度可能會影響到年金給付的實質購買力，這也是在採行年金給付指數調整時，如何在確保

年金實質保障性、財務健全性與世代間權益公平性之間，所需審慎評估之處。 

若進一步將本文的模擬結果與厚生年金的實施經驗相較，由於厚生年金在實施 AAM 之際，延後合

格退休年齡的修正措施也在階段性實施中，因而就歷史資料而言，無法明確評估 AAM 對降低年金給付

額的具體成效。相照之下，在本文的推估中，單就政策面而言，影響年金給付的時程性變數主要是合格

退休年齡逐步延長到 65 歲，而此一時程在 2027 年即已達成，故就推估資料來看，可以較具體的說明實

施 AAM 對支出面的影響情況。因此 AAM 對年金支出面的影響程度為何，仍需視與其他制度財務修正

措施可能產生的互動，以及更長期的運作或推估資料，方能有較客觀的評估。 

其次，就本文所額外納入的持續提高保險費率與政府補助來看，若缺乏政府持續性的較高額財政補

助，平衡費率將會迅速攀升，但若只仰賴政府補助，又有違制度的社會保險本質，故二者的併同採行，

有其實務上的必要性。在這當中，有鑑於勞保財務赤字的沉苛，若欲在穩定調升費率下，來重建制度的

財務平衡，政府補助的提高，即成了可預見的必要性財源。因之，如何因應此一長期性的財源需求，是

需要一併預為規劃之處。 

此外，從情境 A 及 B 的比較可以看出，以現行勞保的財務狀況而言，若欲維持部分儲備的財務運作

模式，對收支面的調整及政府財政都將是相當大的負荷挑戰，因之，朝向隨收隨付來改制，讓制度能在

面對相較於投資報酬率來得確定的人口結構與勞動力參數下，來做長期的收支面參數調整規劃，是可以

思考的方向。而在朝向隨收隨付的轉型中，就情境 B 而言，政府的財政補助是必要的輔助性措施。在這

當中，若能及早規劃足夠的財政財源，來提早展開對各年度制度支出缺口的補助，不僅能讓所需的財政

財源較具平穩性，也可以提高財源運作的效率性。 

（二）建議 

從前述推估分析可看出，僅透過穩定提高保險費率及年金給付指數調整，仍難以在長期的未來導正

勞保財務，而需要政府財政的進一步介入。因此，若能以較宏觀的角度，對勞保收支面做整體的修正評

估，會更有助於勞保財務的改善。關於此部分，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修正收支面調整依據 

現行勞保年金給付中最主要的財務問題，是在老年年金的部分，而老年年金的提撥額計徵與年金給

付基礎的合理性，則是目前需要檢視與修正之處。 

在提撥額計徵的相關參數方面，目前尚未有法制化的調整依據者，主要是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的調

整。基本上，保費的提撥主要與勞工平均薪資水準的變動有關，而老年年金給付額依規定則是依據消費

者物價指數變動來連動調整，故基於保費提撥負擔及制度收支連動，將平均薪資及物價水準的變動都納

入考量，來做為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的調整依據，可能是一個較具週延性的方向（王靜怡、吳昭儀，2019）。

此外，目前老年年金的計算，是採計投保期間最高 60 個月的平均月投保薪資，考量到若驟然法制化來提

高投保薪資分級表的上限，可能會讓部份較高薪的屆臨退休世代，以較低的保費提撥歷程，來換取到較

高的年金給付金額。故建議在法制化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的調整之前，宜先實施延長平均投保薪資採計

期間的修正措施，或至少是同步實施，才能降低前述可能行為對年金財務及年金世代公平的負面影響（王

靜怡、鄭清霞，2021）。 

至於在年金給付基礎的合理性方面，主要是年金金額的計算，能適度反映過去的提撥歷程，並兼顧

制度的財務衡平性，而包括平均投保薪資的計算及合格請領年齡的訂定，是目前需要修正之處。現行平

均投保薪資僅採計投保期間中最高 60 個月投保薪資的平均值，基本上不易防堵被保險人與雇主在投保薪

資申報上的可能取巧行為。故建議採計期間宜拉長到全部投保期間的至少 20 年至 30 年以上4，並依物價

指數來適度調整採計期間中的月投保薪資，以計算平均月投保薪資，來兼顧給年金給付的公平性與保障

                                                      
4 依據OECD(2015: 48-49)的調查，在21個樣本國家的基礎公共年金中，對請領全額年金的法定提撥(或居住)期間要求，有15個國家

在20年以上，當中以40年居最多數，共計有加拿大、丹麥、芬蘭、冰島、日本、廬森堡、荷蘭、挪威及瑞典等9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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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至於在合格請領年齡方面，建議可考參考該世代被保險人的預期平均餘命，來前瞻性的訂定合格請

領年齡的調整，以平衡各世代的年金公平性。 

2.擴大強制納保對象 

現行勞保普通事故保險的強制被保險人，基本上是僱用 5 人以上之事業單位的受僱者，亦即自僱者

及員工人數 5 人以下企業的受僱者，均非強制納保對象。從勞保老年年金的費基面來看，當費基越集中

在受僱者，且未廣納不同工作型態的受僱者時，景氣變動對勞動市場所帶來的負面衝擊，就越容易導致

保險費收入的波動性。因之，建議將企業員工未滿 5 人的受僱者及自僱者，逐步列為強制納保對象，如

此一來，在勞動市場條件不佳時，部份自僱者的較高收入有助於穩定保險費財源，而必須轉換為受僱於

未滿 5 人企業的勞工，也可以因為尚留在勞保的費基中，而有助於降低勞保保險費財源所受到的衝擊（王

靜怡、鄭清霞，2021）。 

3.確立政府財務責任 

現行勞保的政府財政責任，包括了法定保險費分擔比例（勞保條例第 15 條）、業務費（勞保條例第

68 條）以及虧損撥補責任（勞保條例第 69 條）。在這當中，政府對勞保不同職業別被保險人，負擔了不

同比例的保費責任，容易誘使部份民眾掛名加保的投機行為，不僅徒增公平性爭議，也加重政府負擔，

故根本之計，是讓政府不再參與保險費的分擔責任，或是對全體被保險人採齊一性的保費分擔比率。不

過因為政府負擔不同比率保費責任，是由來已久的運作機制，若欲予以修正，將會涉及被保險人間與雇

主方面的不同意見，此為需要花費時間來協調溝通之處。 

其次，少子化所帶來的勞動力人口減少，以及薪資水準的沉滯，都已經對以薪資所得為基礎的保險

制費基造成衝擊，而透過階段性提高保險費率來增加保費收入，考量到被保險人及雇主的保費負擔，調

幅上也無法完全因應已經陷入惡化的制度財務需求，所以參考日本厚生年金的修正經驗，適度導入稅收

做為財源，是有助於降低財源過度集中的可能系統性風險。至於在實際運作上，建議可採行政府的年度

定額財政撥補方式，並增訂確切的財政來源規定，以提高輔助財源的長期穩定性（王靜怡、鄭清霞，2021）。 

綜上所述，基於從收入面提撥到支出面給付的長期性質，年金制度面對的是長遠性社經變數變動所

帶來的挑戰，故確立財務重計算機制固為必要，但更進一步明訂收支面參數的法定調整機制，以及政府

的財務責任與撥補財源，讓相關規範能在不損及保障性下，依當前與未來的財務情況，來做機動性的修

訂並落實應進行的收支調控，方能維持制度財務的永續與年金的世代公平性。 

伍、結語 

探諸勞保財務的嚴重惡化，平均壽命延長、少子化以及勞動條件變遷，固然是相關因素，然累積自

一次性給付時期的長期缺乏完備財務規範、給付資格不當設計及費率調升機制啟動過晚等，方是基本的

咎因。因此，在缺乏前瞻性的財務運作法規下，現行勞保條例中的階段性提高費率與老年年金合格請領

年齡規定，都僅是為了修正過去所累積的財務沉苛，而訂定的過渡性修正，以致於往往是以犧牲年金給

付的保障性與當前工作世代的年金權益，來達到減緩制度財務危機的目的。 

就本文所試擬的年金給付指數調整而言，其在理論上固然可以對世代間的年金權益，帶來若干衡平

效益，但在實務上對勞保財務的助益效果，則相當有限。故欲求得勞保財務的長期平衡，根本之計，仍

必須從法規面建立前瞻性與動態性的財務規範，才能讓運作面有法源依據來進行收支調控。綜合前文的

推估結果與綜合建議，本文在此提出對於改善勞保財務的階段性建議。首先在當務之急的部分，包括：

1.法制化勞保投保薪資分級表上限的調整，並計劃性逐年提高平均投保薪資所需採計的投保期間。2.立法

明訂勞保年金給付應提供的最低所得替代率標準，並在此標準下，將 AAM 導入年金給付中，以求得能

在平衡代間年金權益的訴求下，來降低制度在財務導正過程中的可能代間衝突阻力。3.將政府對制度的

財務責任，逐步由補助收入面（保險費）轉向定額補助支出面，並正視勞保財務在修正過程中對政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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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補助的亟需性，來及早規劃政府補助所需的穩定財政財源。其次，在中長期的規劃建議方面，包括：

1.逐步將制度的財務處理方式導向隨收隨付制，在此一轉型期當中，前述所提到應及早採行的政府穩定

財政補助，以及以 AAM 來取代基金投資報酬率的追求等二項，若能如實施行，當更有助於財務處理方

式的轉型。2.將自僱者及受僱於未滿 5 人企業的受僱者，予以規劃逐步強制納保，藉此來進一步擴大制

度在收入面的費基，以求得收入面能有較穩定的成長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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